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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众”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理论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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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诸众”（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是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奈格里和哈特指认的革命主体，但这一概念本身有其演变

发展的历史。在古罗马时期，诸众作为一个形容数量和集体的概念被视为共和国的构成基础，马基雅维利在此

之上赋予诸众政治能动性，使之成为一种制衡君主权力的装置。霍布斯通过构建 “人民—诸众”的二元对立框

架，将诸众排斥于政治体系的边缘；斯宾诺莎则在民主政体的理论构想中，揭示了诸众作为政治主体的能动

性，将其确立为民主的核心要素。维尔诺、奈格里和哈特创造性融合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劳动

辩证法，激活了诸众的劳动主体性。在奈格里和哈特的重构下，诸众在生命政治维度完成其劳动本体论与政治

本体论的统一：既在生产领域瓦解资本逻辑，又在政治维度创构新型民主形式。诸众概念的理论嬗变不仅更新

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更为全球化时代资本控制下的集体解放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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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 “Ｍｕｌｉｔｉｔｕｄｏ”。《牛津拉丁文辞典》对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
的释义共有五条：１ 抽象名词 （ａｂｓｔ ）：ａ 表示 “多”的状态或事实，也可指 （某物的）丰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ｂ （中性意义上的）数量、总量、大小，即某物的量。２ 语法形式 （ｇｒａｍ）：ａ 复数形式，
复数范畴 （通常作定语使用）；ｂ （中性义）数 （单数或复数）。３ 后接属格 （ｗ ｇｅｎ）：ａ （指人或物的）
大量、众多、诸多；ｂ （某物的）数量的庞大。４ 不接属格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ｅｎ）：（人的）大量的群体、人群、
聚集。５ 特殊指代 （ｓｐｅｃ ）：ａ 全体居民、人口；ｂ 平民、大众 （复数），暴民。① 语义分析表明，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的词义结构呈现双重维度：一重维度指向 “多”的数性特征，即量的集合；另一重维度则是作为

集体范畴的代称，与 “人口”“民众”等概念等同；尤为关键的是其第 ５项释义所给出的 “暴民”（ｍｏｂ）的
语义，暴露出在特定语境下附着于 “诸众”概念的负面情感。

语言学层面的考证与释义仅能揭示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作为词语的语义本源，其理论内涵的深度挖掘则需要通
过系统考察该术语在不同作者文本中被赋予的差异化内涵，进而逐步实现概念化———词语所承载的具体内涵

使感性经验的重构成为可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拓展新的理论可能性。安东尼奥·奈格里和迈克尔·哈特把

握到 “诸众”这一词语所蕴含的政治力量与生产力量，并试图用诸众概念完成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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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超越，使诸众成为新的革命主体。本文将以历史性视角切入，求解诸众概念的理论嬗变之谜。本文将首先

重构 “诸众”概念的生成谱系，通过梳理该术语在不同历史文本中的语义轨迹，继而发掘其内在的理论潜

能，最终聚焦于关键的转型机制：一个指向集体范畴的词语通过话语实践逐步转变为承载反资本主义霸权潜

能的革命主体。

一、古典政治哲学视域下 “诸众”概念的理论奠基

在古罗马的西塞罗那里，我们能够发掘出 “诸众”在思想史早期概念化的蛛丝马迹。在 《论共和国》

中，“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意指一种自然状态下人的聚集，“共和国是一个民族 （ａ ｐｅｏｐｌｅ）的 ‘所有物’（ｔｈｉｎｇ）。然
而，一个民族并不是所有以某种方式聚集在一起的人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的集合，而是在正义和利益共享方面达
成一致的诸众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的集合”①。西塞罗认为，“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代表了人类组成社会的一种冲动或欲望：人
们的彼此聚集与其说是因为逃避孤独，不如说是对联结为集体的渴望 （ａｄｐｅｔｅｎｓ）。② 因此，《论共和国》其他
大部分章节和对话中，都沿用了前文引述中对共和国及诸众的定义，并指出诸众在贵族统治下的不自由。西

塞罗认为，由于诸众具备判断和意志的能力，所以应当给予其决策与讨论的机会。在西庇阿和莱伊利乌斯的

对话中，莱伊利乌斯认为，民主政体下诸众手中的权力会发生滥用的情况，因而诸众的聚集不能被称为共和

国，这为诸众赋予了负面的色彩：诸众的集会 “就像君主 （ｏｎｅ ｍａｎ）一样，成为一个暴君”③。同时，在第
六卷中，“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ｉｓ”前用了 “ｌｅｖｉｓｓｉｍａｅ”一词作为形容词，结合语境来看，“ｌｅｖｉｓｓｉｍａｅ”在此意为微不足
道的、不可靠的。大卫·福特 （Ｄａｖｉｄ Ｆｏｔｔ）的英译本中也给出了 “ｉ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的翻译，意为 “不负责任

的”。④ 由此可见，在西塞罗的罗马政治体系中，“诸众”否定性意涵的激活往往取决于具体语境中的权力修

辞策略。

通过对 《论共和国》的语境分析可见，古罗马时期的 “诸众”概念呈现出政治意义的双重内涵：在建构

的维度上，其决策参与权与结社自由权构成政治主体性的制度性确认，群体的集合被论证为共和国存续的必

要条件———尤其在民主政体或混合政体框架中，诸众权利与君主权力所形成的动态的权力制衡结构，已然显

露出早期民主实践的萌芽；在解构的维度上，当权利保障机制失效时，诸众的力量可能异化为 “危险的”政

治变量，其反抗性既包含颠覆专制统治的解放潜能，亦暗含落入集体暴政的伦理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在部分语境下，诸众的在场被赋予负面评价，但 《论共和国》中的构想客观上揭示了诸众作为政治实体存在

的历史必然性。对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这一术语的政治使用表明，古罗马时期的政治哲学已初步完成对诸众的理论
化捕捉，其组织形式与潜在力量的辩证关系开始进入学者们与政治家们的视域。

到了中世纪时期，在托马斯·阿奎那的 《神学大全》中，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除了被用来作为数学意义上的
“一”的对立面——— “多”，还被用来指代 “人民的集合体”，与统治者成为对立的二元。⑤ 阿奎那从抽象的

数量概念到具体的集体概念的转化，强调了诸众作为政治实体的先在性与潜在的合法性，同时印证了自然界

与政治体之间所遵循着的相同的基本规律。无独有偶，马基雅维利在 《论李维》中，从蒂托·李维的 《自建

城以来》（Ａｂ Ｕｒｂｅ Ｃｏｎｄｉｔａ）出发，对古罗马的政治、军事和制度进行分析，探讨了共和国的兴衰、公民美德
（ｖｉｒｔù）、权力制衡等主题，以此论证了共和制的优越性和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法律、制度和社
会冲突 （如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实现国家的强大与稳定。尽管李维与西塞罗是身处同一时代的古罗马政治

家，其政治思想受西塞罗影响颇深，但他并没有注意到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一词所蕴含的政治可能性，只是将 “诸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ｒｃｕｓ Ｔｕｌｌｉｕｓ Ｃｉｃｅｒｏ牞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ｓ牞 Ｄａｖｉｄ Ｆｏｔｔ 牗 ｔｒａｎｓ 牘 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４牞 ｐ ４７
西塞罗：《论共和国》，王焕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７６页。本书为拉丁文—中文双语参照版，拉丁文本参考自
本书，引文译自拉丁语，“ａｄｐｅｔｅｎｔｓ”一词同英文的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意为渴望、冲动、欲望。
Ｍａｒｃｕｓ Ｔｕｌｌｉｕｓ Ｃｉｃｅｒｏ牞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ｓ牞 Ｄａｖｉｄ Ｆｏｔｔ 牗 ｔｒａｎｓ 牘 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４牞 ｐ １１６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
在李寅的中译本中被译为 “暴民”，参见西塞罗：《论共和国》，李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 １００页。
西塞罗：《论共和国》，王焕生译，第 ３１８页。对引用部分的中文翻译是 “无比轻率的民众”，见本书第 ３１９页。在另一个版本的中译
本中则译成了 “最不富裕的公民”，参见西塞罗：《论共和国》，李寅译，第 １１６页。
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ｑｕｉｎａ牞 Ｓｔ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ｑｕｉｎａｓ Ｓｕｍｍａ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牞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牗 ｔａｎｓ 牘 牞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牞 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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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作为一种中性的集体概念，来指代战场上的士兵群体或公民集会。① 马基雅维利从李维的论述中发掘了

诸众的政治性，将诸众与首领、君主等统治角色相对立。他认为，在共和国中，诸众与首领缺一不可，没有

首领的诸众是无用的②；并且指认了诸众的政治地位及其所蕴含的力量，因为只有统治诸众的首领是一位

“仪表威严”之人，才能够控制诸众反抗的激情。他将李维的这段论述归结为诸众的天性：“恐惧让这群桀骜

不驯的人分散成个人，从而变得顺从。”③ 进而认为，“诸众对于君主的决定，经常敢于放言无忌；可是当他

们面临惩罚而又相互不信任时，他们就会乖乖服从……只要治理得当，你既可以维持他们的性情好与坏，也

能保证不被他们的坏脾气所伤”④。综上，诸众在马基雅维利处被视为共和国的核心力量，并认为其集体智慧

可能超越君主。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实现了对 “诸众”概念的范式重构———这一群体从经验性的人口聚合转变为依托

君主权威的政治共同体，其合法性源于制度性赋权。在此框架下，诸众的能动性表现为对权力腐败的矫正机

制：当君主统治背离共和原则时，诸众的集体反抗将构成政治平衡的暴力保障，由此形成 “君主—诸众”的

动态系统，成为共和体制存续的基础。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的诸众已经从一种形容集体的词语变为一种具

有政治能动性的概念。然而，这种概念的局部转向需放在一种辩证的视角下进行审视：尽管阿奎那与马基雅

维利部分地肯定了诸众的理性潜能，但其理论发展仍受制于时代的认知局限。细读 《论李维》可见，对诸众

武装反抗权的论述本质上是君主德性培育的修辞策略———通过预设 “诸众拿起武器”作为政治威胁，反向规

训统治者的共和美德。即使诸众在马基雅维利的民主构想中作为一种核心的政治概念被屡次提及，并被冠以

“智慧集体”的美誉，但并未在其共和思想中占据支配性的地位：诸众既非权力结构的决定性主体，亦非制

度设计的终极目的，而更多作为维持政体弹性的调节装置存在。

二、近代政治哲学中 “诸众”政治主体性的确立

１７世纪的罗伯特·菲尔默通过否定诸众的先天政治主体性，将其贬低为想象中的共同体的投射：“从来
就不存在独立的诸众，他们最初对共同体也不具有自然权利，这只是最近诸多虚构和想象的一部分。”⑤ 这种

对诸众存在论的否定，导致了诸众在政治体制之中的边缘化。这一立场在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框架中被推向

顶点：通过将 “诸众”与 “人民”建构为政治本体论的对立项，霍布斯不仅彻底否认了诸众的政治可能性，

更将其塑造为秩序建构过程中必须被扬弃的 “他者”。从文本方面来看，霍布斯在 《论公民》中探讨了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这一概念⑥：“首先必须审视的，乃是基于自主意志联合为同一城邦的人之诸众究竟为何物。他们

７２

①

②

③

⑤

⑥

参见提图斯·李维：《自建城以来：第一至十卷选段》，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本书为拉丁文—中文对照版。在本书中，“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ｅｓ”被译为 “人群”。

④　 Ｎｉｃｃｏｌò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牞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ｎ Ｌｉｖｙ牞 Ｈａｒｖｅｙ Ｃ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ａｔｈａｎ Ｔａｒｃｏｖ 牗 ｔｒａｎｓ 牘 牞 Ｃｈｉｃａｇｏ牶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９８牞 ｐ ９２牞
ｐ １１４
引文译自拉丁语 “Ｄｉｅｓ ｄｅｉｎｄｅ ｐｒａｅｓｔｉｔｕｔ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ｑｕｅ ｐｏｅｎａ牞 ｑｕｉ ｎｏｎ ｒｅｍｉｇｒａｓｓｅｔ Ｒｏｍａｍ牞 ｅｘ ｆｅｒｏｃｉｂｕ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ｓ ｓｉｎｇｕｌｏｓ牞 ｍｅｔｕ ｓｕｏ ｑｕｅｍｑｕｅ牞
ｏｂｏｅｄｉｅｎｔｅｓ ｆｅｃｉｔ”（Ｌｉｖｙ，ＶＩ，４），曼斯菲尔德的英译本对句子主体的翻译是：“Ｆｒｏｍ ｂｅｉｎｇ ｆｅｒｏｃｉｏｕ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牞 ｗｈｅ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牞 ｅ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ｏｗｎ ｆｅａｒ牞 ｔｈｅ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ｏｂｅｄｉｅｎｔ”即：“这群人原本以集体姿态维持凶悍立场，但在被孤立分化后，因各自心怀畏惧，最终悉数归顺。”
王焕生的中译本给出的翻译是：“那些没有返回罗马的人由疯狂的人群变成了单个的人，终于每个人出于自己的恐惧而不得不服从

命令。”拉丁文原文的意思是因恐惧而分散，英文文意则是因分散而恐惧，不同的翻译会造成顺序的颠倒，进而在理解方面产生分

歧。本文的论述以拉丁文意为准。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ｉｌｍｅｒ牞 Ｏｂｓ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ｕｐｏｎ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 Ｐｏｌｏｔｉｑｕｅｓ牞  ｉｎ Ｆｉｌｍｅｒ牶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ｉ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牞 Ｊｏｈａｎｎ Ｓｏｍｍｅｒｖｉｌｌｅ 牗 ｅｄ 牘 牞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牶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９１牞 ｐ ２３６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一词在霍布斯处的出场，源自拉丁文版的 《论公民》（Ｄｅ Ｃｉｖｅ），在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ｕｃｋ和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Ｓｉｌｖｅｒｔｈｏｒｎｅ的 《论公民》英

译本中将其译作 “ｃｒｏｗｄ”而非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 ［参见 Ｈｏｂｂｅｓ牞 Ｏ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牞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ｕｃｋ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Ｓｉｌｖｅｒｔｈｒｏｎｅ 牗 ｅｄｓ 牘 牞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９８］《论公民》的中译本据此英译本将 “ｃｒｏｗｄ”译作 “人群”。（参见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

利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中西方学者研究的推进，尤其是保罗·维尔诺、毛里齐奥·拉扎拉托
和奈格里的研究，“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一词逐渐受到重视，中文译有 “群众”“多众”“诸众”。在目前的主流研究中普遍使用 “诸众”一

词来作为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的中文翻译。另外，孔新峰的著作 《从自然之人到公民：霍布斯政治思想新诠》中，作者对霍布斯的著作，

尤其是 《论公民》中的诸多关键概念进行了细致的文本考察、拉丁文原本与中英译本的比较，并对概念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解释。

（参见孔新峰：《从自然之人到公民：霍布斯政治思想新诠》，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２５ 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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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非单一的存在，而是众多个体的集合———其中每个成员对一切被提议之事皆保有独立意志与个人判断。”①

通过霍布斯对诸众概念的解释可以看出，他沿袭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定义：诸众是具有智慧的群体，并能够

通过联合而实现自我决定，但并未肯定这种智慧集体的自我决定带来的政治动力。霍布斯认为，反对公民政

府 （尤其是君主制政府）的原因是人们未能充分区分 “人民”与 “诸众”：

人民是单一实体，具有统一意志，能够被赋予统一行动。而诸众则不具备这些特征。在一切城邦中，人民

都占据统治地位———即使在君主制下，人民也通过君主的意志进行统治。诸众则是公民，即被统治者。在民主

制和贵族制中，公民构成诸众，但当他们联合时便成为人民。而在君主制中，被统治者是诸众，（尽管看似矛

盾）统治者是人民。②

由此可见，“诸众”概念是与 “人民”（ｐｅｏｐｌｅ）相互抵触的社会类属。霍布斯强调了人民的单一性，结
合 《利维坦》中所建构的国家结构可以看出，诸众在霍布斯这里并没有成为政治实体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实

体需要一种能够成为单一实体、具有统一意志并展开统一行动的集体概念———这便是 “人民”。“当诸众统一

而成为政治体，并成为人民……而他们的意志全部与主权者的意志相符合时，就不存在特殊的权利和要求；

拥有主权权力的人在发号施令的时候，只需要单数的他即可，而不再需要复数的他们。”③ 在霍布斯的政治本

体论框架中，“人民—国家”的同构性源于其意志统一性原则：人民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形成，本质上是对国

家主权的人格化投射———更确切地说，是主权者通过契约建构的产物。这种派生关系决定了人民意志的单一

性成为国家的倒影，其存在论根基完全依附于国家主权的持续运转。与之形成本体论断裂的诸众，则始终扎

根于前国家的自然状态基质：其 “杂多异质”的本质会抗拒权利让渡的契约程序，并通过手中的自然权利形

成对抗主权的潜在力量；当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发生动摇时，诸众的非契约性本质便转化为暴力反抗的实践逻

辑。对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霍布斯已经发现了诸众所蕴藏的政治力量。霍布斯的目的是为新兴

的资产阶级建构一种新的主权形式，诸众因其意志之 “杂”与数量之 “多”，并不能够像人民一般放置于作

为统一体的国家身体之内。对于一座利维坦而言，需要的是从属性，而非主导性；因此，霍布斯否定诸众，

认为除非诸众变成人民，否则永远不能够形成一个政治实体。

斯宾诺莎在延续霍布斯式 “诸众—人民”二元对立框架的同时，完成了对这一集体性概念在政治能动性

方面的重构。通过对斯宾诺莎著作的文本考察，“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一词在 《伦理学》中仅仅以 “数字不定”的意

义出现。在 《神学政治论》中，诸众才与平民 （ｐｌｅｂｓ）、俗人 （ｖｕｌｇｕｓ）建立起联系，并集中出现于 《政治

论》中———诸众被明确地作为一种集体性主体，它不同于人民对于国家的依附性，是一种自然状态下人的存

在方式 （这一点斯宾诺莎与霍布斯的观点基本一致），处在自然状态下的诸众不需要臣服于君主的统治。④ 这

种观点激活了诸众独特的政治主体性———诸众的自治性。皮埃尔弗朗索瓦·莫罗指出，在 《政治论》的前几

章特别是第三章中，“以国家的力量和解体为目标的因素现在围绕着 ‘诸众’这个词被组织起来”⑤。在 《政

治论》的开篇，斯宾诺莎便强调了 “人受制于诸种激情”⑥ 以及理性对激情的调节作用的有限性。由此，斯

宾诺莎认为，国家状态的起源以及自然基础应当基于人的共同本性或本质。在斯宾诺莎的眼里，国家应当由

自由的诸众所创设，而非通过战争权利的掠夺所形成的暴政，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了一种 “激情政治学”：

８２

①

③

④

⑤

⑥

②　 Ｔ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牞 Ｄｅ Ｃｉｖｅ牞 Ｏｘｆｏｒｄ牶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８３牞 ｐ １３６牞 ｐ １９０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牞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ａ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牞 Ｊ Ｃ Ａ Ｇａｓｋｉｎ牗 ｅｄ 牘 牞 Ｏｘｆｏｒｄ牶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牞 １９９４牞 ｐ １２５
参见斯宾诺莎：《斯宾诺莎文集》第 ３卷，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因为中译本的年份较早，冯炳昆先生翻译的
《政治论》、温锡增先生翻译的 《神学政治论》与贺麟先生翻译的 《伦理学》均未将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一词译为 “诸众”。为此，笔者对

照了由 Ｅｄｗｉｎ Ｃｕｒｌｅｙ翻译的斯宾诺莎文集的英译本，在 《政治论》的注释中，Ｅｄｗｉｎ Ｃｕｒｌｅｙ强调了自己将原著中的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全部
译作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参见 Ｂａｒｕｃｈ Ｓｐｉｎｏｚａ牞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ｚａ牞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牞 Ｅｄｗｉｎ Ｃｕｒｌｅｙ 牗 ｔｒａｎｓ 牘 牞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牶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６牞 ｐ ６４４］中译本的情况是，在 《政治论》中，“诸众”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被译作 “民众”“大众”“平民”“人民”等，

在 《伦理学》和 《神学政治论》中，“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除了被译作 “乱民”“大众”“民众”外，在 《神学政治论》中也存在未被译出

的情况。

ＰｉｅｒｒｅＦｒａｎｏｉｓ Ｍｏｒｅａｕ牞 Ｉｓ Ｉｔ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Ｒｅｖｏｌｔ牽 Ｓｐｉｎｏｚａ牞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牞  Ｃｒｉｓｉ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牞 Ｖｏｌｕｍｅ ８ ／ Ｉｓｓｕｅ １牞 ２０２１
斯宾诺莎：《斯宾诺莎文集》第 ２卷，王荫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 ２２７页。



从人的集合到革命主体

“若要诸众自然团结起来，宛若受一个头脑指挥，那么，与其说依靠理性认识，不如说依靠共同的激情。”①

斯宾诺莎认为，诸众的聚集能够产生一种激情，这种 “激情政治学”的内在辩证法在于：诸众的自然本性能

够制约君主与宗教权力的无限扩张，他们的手段便是反抗与不服从，当诸众通过 “共同力量”（ｃｏｍｍｕｎｉ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将个体欲望升华为集体反抗时，情感的会聚反而构建起坚实的权力制衡机制——— “诸众的共同力量

越强大，国家的畏惧越多，其手中掌握的权力就越少。”② 这种以反抗与不服从为手段的激情力量成为支撑民

主政体的基石。

霍布斯与斯宾诺莎对诸众的阐释构成了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双重变奏。前者通过 “诸众—人民”的二元

分割，将诸众贬斥为主权支配之外的自然残余；后者则在承认其非理性特质的同时，窥见其潜在力量所带来

的解放愿景———这种理论分野本质上透露着两种政治本体论的对峙：霍布斯的 “契约建构论”要求诸众在权

利让渡中自我消解，而斯宾诺莎的 “力量动力学”则视诸众为民主转型的驱动，向我们揭示了诸众的力量与

一种革命的未来哲学。斯宾诺莎的概念革命绝非纯粹思辨的产物，其理论根系深入 １７ 世纪荷兰的社会现

实———强盛的荷兰由其所面临的军事危机和宗教危机而带来的历史反常。当传统权威丧失整合能力时，何种

力量能重构政治共同体？斯宾诺莎的答案就藏在被霍布斯妖魔化的诸众之中。他的目的是尝试从对宗教和君

主国家的颠覆中构建一种民主政体，而这种民主可能性的实现需要寻找一种新的革命性力量。这种颠覆性洞

见预示了政治哲学的范式转换：革命性变革的动力源不再寄望于理性设计的完美制度，而存在于被统治阶层

视为威胁的原始生命力量之中。霍布斯将占有收缩为个体权利向主权的垂直让渡，斯宾诺莎则将其拓展为集

体实践的平面化生成———诸众既非契约论预设的同质化人民，亦非乌合之众的简单聚合，而是通过自由实践

不断重构自身的革命性主体。

斯宾诺莎所锚定的革命性主体，正是以非理性激情为驱动内核的诸众。这种主体性的悖论在于：其暴力

反抗的破坏性潜能与民主建构的创造性力量构成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霍布斯与斯宾诺莎共享着对诸众破坏力

的畏惧，但二者的处理方式呈现出根本性分歧：霍布斯的憎恶源自诸众对主权根基的威胁，所以需要通过利

维坦的垂直结构完成对其水平化的消解；斯宾诺莎的畏惧则指向君主的视角，在面对愤怒的诸众所引发的暴

力时，君主需要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力交给诸众，并充分考虑诸众的共同利益，才能够平息愤怒与暴力，进而

稳固自己的权力。因此，“斯宾诺莎警惕的并非民主革命，而是君主制的反革命”③。诸众的力量作为绝对否

定的革命力量，直接瓦解着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根基。艾蒂安·巴利巴尔认为，“政治的真正对象就是与暴力相

妥协”④。诸众的暴力无法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而被消解，只能通过君主的妥协来解决，而这种妥协也将是

赋予诸众自治权、实现民主的开端。可以看出，斯宾诺莎反抗的否定性力量和民主需要的积极表达与建构的

力量，希望通过诸众的激情反抗乃至暴力带来的革命性力量来对抗君主的权力。

自古罗马时期开始，从西塞罗到马基雅维利再到霍布斯和斯宾诺莎，诸众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变化，即从

政治体制构建的边缘群体转变为维持民主政体的核心力量。通过对民主政体的重构，尤其是 “诸众”与 “民

主”之间联系的重构，斯宾诺莎表达了诸众实现民主的可能性，将诸众与民主的关联性提升至政治本体论层

面。这种理论操作在 《政治论》中呈现出双重突破：一方面将传统政体分类框架中的 “民主政体”从制度选

项转化为权力生成的空间；另一方面揭示了诸众不仅是民主的参与者，更是其存在的构成性条件。奈格里和

哈特认为，斯宾诺莎在此 “肯定了诸众民主是政治的绝对形式”⑤，诸众被定义为实现民主的唯一主体。至

此，诸众的政治主体性在 《政治论》中随着斯宾诺莎对民主制国家的构想而被建立起来，并被当代学者赋予

了更深层次的革命性潜能。

９２

①

③

④

⑤

②　 斯宾诺莎：《斯宾诺莎文集》第 ２卷，王荫庭等译，第 ２６６、２５０页，根据英译本有所改动。
宋一帆：《“对共同伤害的复仇”或义愤的社会化维度———斯宾诺莎 〈政治论〉与一个自由共同体的情动基础》，《社会》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
艾蒂安·巴利巴尔：《斯宾诺莎与政治》，赵文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１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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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福特制时代 “诸众”与劳动理论的融合

《政治论》作为斯宾诺莎生前未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在将要开始进行建构民主国家的构想时便因为作

者的离世而中断，并未来得及为民主宪法做出详细的规定，但其对其他形式政府的缺陷的分析以及对民选政

府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的提倡，从 《政治论》的中断处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政治哲学与民主话语体系的

构建进行了奠基。这种 “中断处的奠基”使斯宾诺莎哲学成为当代激进左翼学派的重要思想来源———当保

罗·维尔诺将诸众视为后福特制生产的核心主体时，当奈格里和哈特将诸众重构为反抗帝国的主体时，其理

论坐标恰恰根植于斯宾诺莎的未竟工程。在此意义上，文本的断裂处恰恰是斯宾诺莎未来哲学的生长点：民

主不再局限于特定政体类型，也不再局限于政治，而是存在于诸众作为历史主体实现自我统治的方式，存在

于诸众永久性的自我建构运动中。

在维尔诺看来，诸众在获得了政治上的能动性后，其自我建构的动力学恰恰需要重返马克思的劳动辩证

法才能获得完整解释。当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劳动界定为 “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①

时，就已经揭示了劳动作为主体性建构的双重维度：劳动者既在物质生产中改造客观世界，更在劳动过程中

实现自我本质的再生产。这种本体论层面的劳动观，为理解诸众的力量提供了关键的转换机制———如果说斯

宾诺莎在政治本体论层面确立了诸众的创构力量，那么马克思则通过劳动本体论为其注入了历史实践的具体

肉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中，马克思发现了劳动异化与主体解放的辩证通道：资本对活劳动的吸纳

固然导致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但正如 《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当劳动过程从 “形式吸纳”发

展到 “实质吸纳”，活劳动反而在机器化大生产中发展出一般智力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这一革命性潜能。在
“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预言了 “一般智力”的社会化趋势，即知识、技能和协作能力将作为 “社会大脑”

即 “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成为主要生产力。② 与此相应，２０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资本主义劳动形态经历了从泰
勒制科学管理向福特制流水线生产的转型，并最终完成向后福特制弹性积累体系的演变。在西方激进左翼学

者，尤其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非物质劳动”（ｉ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ｌａｂｏｒ）逐渐成为主导性劳动形式：这种
劳动不再以有形的、实体的物来作为产品，而是生产知识、信息、交流、关系或情感，其核心特征体现为

劳动对象从物质实体向符号价值的根本性转变，呈现出流动性、临时性和解域化 （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
特征。

在维尔诺眼中，“后福特制是马克思 ‘机器论片段的经验实现’”③，因此他将这两个理论脉络嫁接，指出

后福特主义劳动形态使斯宾诺莎的诸众获得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具体性，生成了一种另类无产阶级：“‘诸

众’的概念不推翻工人阶级的概念，因为工人阶级这个概念不再受 ‘人民’的定义约束。现有的 ‘诸众’根

本不影响产生剩余价值。”④ 维尔诺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工人阶级失去了 “人民”的外表，却获得了 “诸

众”的精神。⑤ 斯宾诺莎的诸众概念能够解释后福特制生产下的新型劳动主体的存在状态：社会工人既不像

无产阶级那样被固定在工厂空间，也不像市民社会成员那样被国家机器整合，而是保持着生产的集体性以及

流动的异质性。诸众这种非同一性的主体性模型，恰好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形成共振。后福

特制下工人阶级的状况也恰恰成为诸众的 “肖像”。至此，诸众不再仅仅具有政治上的能动性，而且具备了

生产上的能动性，成为新的劳动主体。

就这样，维尔诺通过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完成了对 “诸众”概念的创造性转换。这一理论路径不仅将 １７世
纪的政治哲学遗产带入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劳动分析，更重构了主体性生产的理论框架，形成了独特的 “非物

质劳动主体”理论。这种转换打开了理解当代主体的新维度。一方面，它消解了劳动 ／非劳动的二元对立，揭
示出生命政治维度如何贯穿整个社会再生产。维尔诺将诸众的斗争场域从政治领域拓展到生产领域：“政治行

０３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５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１０２页。

④⑤　 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董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 １３０、５５、５５页。



从人的集合到革命主体

动不同于劳动，政治行动介于社会关系之间而不是介于自然物质之间……纯粹的智力活动、政治行动和劳动

之间的界限已经逐渐消失了。”① 在认知资本主义中，劳动过程与生命政治生产趋于重合，主体的语言能力、

情感模式和交往方式都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诸众的劳动力量成为潜力和活力，而只有在劳动中，这种潜力

和活力才能够显现出来。另一方面，通过将主体性锚定在语言和认知层面，维尔诺解释了后现代碎片化经验

中的集体潜能：“对于诸众来说，集体不是向心的而是合并的”②，这反映了当下诸众组织方式的去中心化与平

行化。随着诸众的抵抗不再表现为拿起武器，而是通过 “出走”（ｅｘｏｄｕｓ）策略，在资本对生命全面殖民的境遇
中开辟自主空间，进行一种 “反革命”（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即 “相反的革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用维尔诺的话讲———重启生产力和政治统治的一次经济和制度的彻底创新。③

有必要指出，维尔诺的转换并非简单的概念移植，而是完成了三重理论综合：将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批

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主体理论熔铸为新的批判武器。这种理论重构既保留了诸众

概念的对抗性内核，又将其成功移植到当代资本主义的身体之中。在数字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从

政治主体到劳动主体的转换路径，持续启发着对新主体性及其解放可能的理论探索。当后福特制生产越来越

依赖于劳动者的沟通、情感与认知能力时，诸众的劳动过程实质上已成为 “生命政治生产”：劳动力量不再

局限于工厂围墙之内，而是渗透到整个社会领域的生命再生产中。因此，维尔诺通过重新激活斯宾诺莎的诸

众概念，将其从古典政治哲学范畴转化为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劳动主体分析框架。这一理论建构不仅依托于斯

宾诺莎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性继承，更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畴 （特别是 “活劳动”）的创造性重释，

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主体性生成的新逻辑。在此过程中，斯宾诺莎的 “创构力量”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通过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获得了历史具体性：诸众的政治力量不再外在于其劳动实践，而是根植于他
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自主协作网络与一般智力之中。

四、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中 “诸众”作为革命主体的重塑

与维尔诺将诸众进行去政治化并将其定义为后福特制生产的唯一主体不同，在奈格里和哈特这里，诸众

的主体性不是生产与政治之间天平的倾斜，抑或将生产行动强行定义为一种政治行动，而是生产与政治的结

合———当下诸众的主体性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方面，而且也透过诸众的劳动显现出来，成为一种 “政治—劳动

主体”。由此，诸众概念在奈格里和哈特这里拥有了混合性的力量，并通过政治与生产方面的聚合与协作，在

无产阶级的基础上生成了新的革命主体。

这种政治与劳动的主体性综合最终指向了革命主体的重新界定。“帝国”和 “诸众”作为两个对抗性的

概念出场于他们的资本主义批判逻辑之中：两位作者在 《帝国》（Ｅｍｐｉｒｅ）一书中勾勒出全球化之下的世界秩
序和权力结构———帝国，以解释全球秩序在形成过程中的趋势。一方面，生产方式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资

本扩张中已然发生深刻变革；另一方面，传统民族国家主权形式的衰落为新政治主权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政

治控制与资本逻辑深度渗透至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然而，帝国并非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而是新的政治结构

的生长点。对于奈格里而言，他从斯宾诺莎处发现并确定了根本的哲学问题———作为实践的集体性构成的问

题。因而，在 “帝国三部曲”中，奈格里和哈特继承了斯宾诺莎的诸众概念，将其作为 “主体性建构”的形

象。在奈格里看来，斯宾诺莎将文艺复兴的乌托邦和含混的潜能转化为集体性的方案和谱系，使它们变为对

整体、总体的自觉表达和构成。④ 因此，奈格里所指涉的斯宾诺莎的 “未来”即当下的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即 “帝国”，通过对斯宾诺莎诸众概念之规定的确立及发展，使其真正地突入斯宾诺莎所指向的未来哲学的

方向，即作为反抗当代资本主义之否定性力量的革命主体而出现在奈格里和哈特所构建的多元本体论与差异

政治学中。奈格里和哈特从诸众对帝国的霸权的拒绝和反抗中，继承并更新了斯宾诺莎作为 “未来哲学”承

担者的诸众概念，揭示了诸众的本体论内涵，使得诸众从一种抽象的概念变成真实的行动主体。

１３

①

④

②③　 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董必成译，第 ５９ ６０、１０１、１２９页。
安东尼奥·奈格里：《野蛮的反常》，赵文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 ７７页。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８ Ａｕｇ ２０２５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帝国和诸众是一对对抗性概念，但诸众并非产生于帝国之中，而是帝国的崛起凸显

了诸众的存在，激发了诸众的主体性。奈格里和哈特从 ２０世纪的理论和实践中重新恢复了诸众作为革命主体
来对抗帝国的可能性：一方面，诸众作为政治主体的关键在于其迅速融入经济、社会和文化中的政治组织。

这种政治主体的恢复是经验性的，来自从 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发生于全球的各种抵抗活动，尤其是欧洲的 “五

月风暴”、意大利的 “热秋”与工人自治运动、南美洲的解放运动与非洲的独立抗争，以及对作为当下非物

质劳动产物的 “共有财产”的争夺，这些斗争与反抗体现了诸众在政治维度上的革命性。另一方面，正如维

尔诺所表达的，诸众不是工人阶级的同义反复，而是后福特制时代活劳动的具体形象。奈格里和哈特通过对

资本主义生产之下诸众的考察，使其成为一种对抗资本与生命权力的生产性的生命政治形象，在生产维度通

过后福特制时代的非物质劳动 （认知协作、情感网络）生产共同性，形成对资本逻辑的内在颠覆。

进一步而言，奈格里和哈特对诸众的本体论重构揭示了其作为革命主体的独特性。第一，从数量的意义

上来说，诸众概念超越了 “一”与 “多”的量的区别，成为单数与复数之外的存在，它既是一，也是多，有

着杂多性和不可通约性。奈格里和哈特因此将诸众的集体性界定为不可计数的 “多”与不可分割的 “一”的

悖论性共存，“诸众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在数量上是不确定的，同时既是多又是一……诸众是群 （ｌｅｇｉｏｎ），它由
数不清的元素组成，这些元素彼此不同，但共同地交往、协作和行动”①。第二，从质的维度来看，在奈格里

和哈特这里，诸众与人民的对立在于诸众多样的奇异性与人民无差别的统一性之间的差别所带来的创构力量：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这个独特的语法形式，对我们而言，强调的不是任何的统一，而是诸众共同的社会和政治能
力。”② 奈格里和哈特强调了内在于诸众的 “杂多性 ／多样性”（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③）与奇异性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后者特指那些拒绝被同一性逻辑收编的社会主体，其差异本质构成对总体化权力的本体论抵抗。第三，从行

动基础上来看，诸众根植于共享的奇异性，在多样化的个体交往中持续生产着新的共同性。诸众作为劳动主

体的关键在于共同性的生产：“既然诸众既不是一种身份 （如人民），也不是统一的 （如群众），诸众的内部

差异必须发现允许他们能够交流和共同行动的共同性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我们的交往、合作和协作不仅建立
在共同性的基础上，而且反过来在不断延伸的螺旋关系中生产共同性。”④ 诸众同时具备双重的生产能力———

既生产商品，又生产构成新社会形式的共同性，这种创构力量既解构资本统治逻辑，又构建着新普遍性。第

四，从组织结构上来看，作为一种对德勒兹后结构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对诸众概念的改造也结合了德勒兹

的根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概念⑤，使得诸众成为一种根茎的具象化的形式。奈格里和哈特一再通过诸众与以垂直化、

等级化为特点的传统政治主权结构的对比，来强调诸众的水平化、去中心化。这种德勒兹式的根茎网络既是

多维无界的时空延展体，又维持着差异性与共性共存的平衡状态，与传统主权垂直的 “利维坦”式金字塔结

构形成对立。同时，诸众网络结构的开放包容性通过无限延展的时间与空间维度得以实现，正如哈特与奈格

里强调的诸众共同的社会和政治能力源于诸众的异质共存状态，这种非封闭性使异质个体能在保持奇异性的

同时形成协作整体。

奈格里和哈特不仅继承并改造了斯宾诺莎的诸众概念，将其作为 “主体性建构”的形象，而且还重新定

义了帝国下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不仅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还包括交往、关系和生命形式的生产，即生命

政治生产。“‘生命政治’一词表明，经济和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传统区别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⑥ 奈格

里和哈特将福柯从 “生命权力”到 “生命政治”概念的递进关系转变为概念间的对抗关系，即 “生命政治”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与 “生命权力”（ｂｉｏｐｏｗｅｒ）的对抗。在他们看来，福柯对生命权力的关注使其忽略了对生命权
力的反抗维度，而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的对立才能完整地展现生命政治问题所蕴含的两种 “生命权力”：一

２３

①

③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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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一词来自斯宾诺莎，也被译为 “多样性”，但是笔者更倾向于其 “杂多性”的翻译，因为 “杂多性”不仅仅在量的意

义上代表了构成诸众的个体的数量和种类的 “多”，也在质的意义上代表着诸众意志之 “复杂”，从根本上与能够被完全统一为一种

意志的那些集体概念相分离。

关于德勒兹的根茎概念及其结构，参见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８ 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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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掌控生命的权力，另一种是能够反抗并寻求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的生命本身的权力。与此同时，奈格

里和哈特将马克思的 “活劳动”概念拓展至生命政治生产领域，揭示出当代劳动主体通过认知协作与情感网

络形成的自主性力量。这种理论综合的激进性在于：当传统主权结构仍执着于对差异的规训与整合时，诸众

已然在根茎式网络中孕育着超越资本权力的革命性潜能———一种从内部解构统治逻辑，又在解构中创构新普

遍性的辩证运动。奈格里和哈特将马克思所说的 “抽象劳动”转化为反抗的武器———当认知劳动要求持续的

语言交流与知识共享时，当情感劳动需要建立密集的人际互动网络时，这些生产必需的合作形式天然包含着

对抗资本逻辑的共产主义潜能。至此，诸众的政治本体论与劳动本体论在生命政治的维度上达成统一：他们

的劳动力量不仅维持着帝国的运行，更在不断组织着取代帝国的全新社会集体。

奈格里和哈特诸众概念的最大价值，在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时代简化了阶级对立，使得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

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 结合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第一节所加的注释：“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

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② 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的 “无”指的

是没有私有财产。但奈格里和哈特则是将诸众视为无产阶级的一种替代性新主体。这里的从 “无”到 “诸”，

并非意指诸众的 “诸”同无产者的 “无”的对应，即诸众已经拥有了 “诸多”自己的生产资料，拥有了 “诸

多”私有财产，而是杂多性所蕴含的诸多生产的创造力与政治上的力量，同时也是诸众作为生产主体与政治

主体之革命性的体现。无论是在斯宾诺莎的诸众概念的规定中，还是奈格里和哈特诸众的概念内涵中，诸众

的革命潜力都是与生俱来的。斯宾诺莎笔下的诸众是拿起武器反抗君主的集体性概念，奈格里和哈特笔下的

诸众则更为复杂，既是对斯宾诺莎诸众概念中反抗精神的继承，也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一种发展。斯

宾诺莎的反神权与反君权的思想，为当下对资本主义与主权权力的反抗构建了新的主体，为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理论提供了一种替代性选择。当下，诸众已经成为一种生产和政治的复合体：“正如诸众共同生产、生产共

同性一样，它也可以产生政治决定。事实上，经济生产和政治统治之间的区别被打破，在这种程度上，诸众

的共同生产本身就产生了社会的政治组织……诸众的经济生产不仅是政治决策的一种模式，而且诸众自身也

趋向于成为政治决策。”③ 可见，诸众不仅作为劳动主体进行生产，也作为政治主体进行决策，最重要的是，

诸众能够实现自我生产与自我决策。这种自我生产与自我决策便是诸众的 “企业家精神”（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即实现社会合作的自我组织。④ 可以看出，这一理论既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新范式，也通过强调主体的

自组织能力与奇异性共存，为后现代革命开辟了可能性空间———在这里，革命不再是统一意志的暴力颠覆，

而是差异主体在共同性生产中生成的持续性抵抗与重建。奈格里和哈特通过将改造后的诸众概念与马克思的

无产阶级理论相勾连，将这一充满革命性、否定性、多样性力量的主体移植到后现代的社会身体之中，来作

为无产阶级的后现代回归，并成为当下实现革命的唯一可能。这便是奈格里和哈特改造与发展诸众概念的最

终旨趣与目标所在。

诸众概念从 “人的集合”到 “革命主体”的发展演变，折射出西方政治哲学对集体主体性认知的范式转

型。这一理论嬗变的深层逻辑在于：当政治控制和资本统治从其原有辖域扩张至生命政治领域，传统的无产

阶级概念已不足以解释以认知劳动、情感劳动为代表的非物质劳动下的解放潜能。诸众概念的重构，本质上

是对马克思 “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的后现代诠释———通过奇异性与共性的辩证运动，在解构帝国垂直权力结

构的同时，生成水平化的自治网络。其革命性既体现为对资本抽象统治的持续抵抗，更在于通过共同性的生

产创构新社会形式的实践智慧。这种 “反抗即建构”的逻辑突破了传统革命理论的暴力预设，展现出后现代

语境下解放政治的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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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诸众理论的当代发展仍面临挑战：如何在保持异质性的同时培育集体认同，以及如何将认知协作

的共有性转化为现实政治力量，换言之，怎样把握一种杂多异质的 “自然主体”？毕竟在奈格里和哈特眼中，

“我们还没有看到，当诸众在一起集会时会发生什么”①。另外，力量只有在障碍存在的时刻才能够产生作用，

一旦诸众的障碍———反抗的对象———消解或不再与其作用，诸众将去向何方？这些问题为我们指出了马克思

主义时代化发展的新发现———当生产方式的变革已重塑主体性形态，传统阶级叙事如何获得创新化建构？尽

管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尚待补充，但诸众概念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提供了一种另类主体的模型，更在于其揭示的

理论路径：一方面更新了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裂痕中，通过哲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为集体解放开辟了斯宾诺莎式的 “未来”通路。奈格里和哈特为反抗当下资本主义控制而塑造革命主体性的

尝试是难能可贵的，这种将历史维度与当代批判相结合的方法论，为思考当代主体性重构的可能性提供了重

要启示，值得我们重视。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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